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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双碳”目标下，中国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实现创新发展，而绿色创新的核心
资源则是人才。为考察政府的人才政策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人才政
策支持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并从内外部资源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其次，通过
知识宽度法测度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利用 2007—2020 年 834 家重污染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
究发现，人才政策支持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
考虑内生性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人才政策支持对大企业、高技术人员结构企业、高竞争性
行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从内外部环境来看，人才政策支持具有资源嫁接
的信号功能，并通过优化创新资源结构、增加外部融资两条路径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研究结论可为
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缓解“专利泡沫”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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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中国仍是全球能源消耗大国和碳排放大国，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使得中国能源消耗刚

性需求依旧旺盛，企业绿色技术能力不足、高污染产业资源依赖度高等制约着中国绿色经济发展进
程。在“双碳”目标下，提升绿色创新绩效进而推动重污染行业节能减排，极具必要性和重要性。近
年来，在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下，中国绿色创新水平有了显著提升，绿色专利申请数从 2008
年的 4． 3 万件增长至 2021 年的 15 万余件，在 2020 年甚至高达 22 万余件。然而，作为技术创新的重
要成果，绿色专利产出既包括专利数量又包括专利质量，“重数量轻质量”成为现阶段中国绿色创新
的典型特征。已有大量文献探讨了绿色专利数量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1］，但是由于中国企业绿色创
新正处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关键时期，探究如何提升绿色创新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在“双碳”目标下，绿色创新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改善环境绩效的关键，也是新一轮全球战略

竞争的新兴领域。Fussler and James［2］首先提出绿色创新的概念，并认为绿色创新指的是为实现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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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而进行的技术、产品、服务、组织结构或管理模式的创新，能够有效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3］。
绿色创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双重外部性［4 － 5］: 一方面，绿色创新的知识溢出具有正外部性。企业必须
付出绿色创新的全部成本，却无法获得全部的回报，在没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这降低了企业绿色创新

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绿色创新不足可能导致污染物排放持续增加，而污染物排放具有负外部性。由
于不健全的市场定价体系，污染物排放支付的费用往往被低估，从而导致过度排放［6 － 7］，严重影响经济

与社会的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当前，由于绿色创新的投入大、周期长等特点，以及产权保护制度不
完善、投融资渠道匮乏、激励制度与保障制度不完善等障碍［8］，中国绿色创新质量难以得到显著提升。
在此情形下，中国政府陆续实施了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配套政策，包括政府补贴、技术扶持和专

利政策等，其中人才补助政策为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重要支撑［9］。已有文献集中研究了政
府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且大多关注行业补贴或研发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例如，Bai
et al．［10］研究了政府研发补贴对能源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Xia et al．［11］探讨了新能源汽车行
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杨永聪等［12］以城市间“抢人大战”现象为切入点，从宏观层面探
讨了城市人才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但当前，对人才补贴的微观研究较为缺乏。此外，部分研究
明确指出，在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专利质量并没有得到显著提升，“专利泡沫”现象突
出［13 － 14］，然而现有文献中侧重于探讨绿色创新质量的研究明显不足。
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均离不开人才的重要支撑。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国不断创新人才补助政策，已形成人才住房支持、创业补贴、企业人才补助等多种方式。例如，
2022 年 3 月，深圳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深圳市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发放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杰
出人才的补贴高达 600 万元。理论上，高层次人才是影响创新能力的核心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
了企业的创新实力和创新潜力［15］。然而，实践中存在套取补贴、技术瓶颈与人才脱节等现象，政府
对企业人才的补贴效果仍受质疑。因此，构建人才政策支持影响绿色创新绩效的逻辑框架，检验人
才政策支持效果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认为，企业人才补助是政府对企业人才的直接激励，可视为对
企业的人才政策支持，这对于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根据信号理论，在信息不
对称市场环境下，信号机制成为交易双方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16 － 17］。人才政策支持给外界释放一
种积极信号，展现了企业与政府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传递出企业拥有政府资源和创新资源的良好

信号，充分彰显了企业竞争优势和发展潜质，有利于增加供应商、投资者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投资
信任，进一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扩大企业融资规模［18］，从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活动。鉴于此，本文
利用中国重污染企业数据展开研究，以证实人才政策支持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 其一，从微观视角探究人才政策支持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视角较为新颖。

以往文献大多从宏观视角研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资源配置扭曲

现象，本文则从人才补助这一微观视角探讨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其二，本文运用知识宽度法测度
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将绿色创新研究范围扩展至绿色创新质量。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绿色创新数量
这一单一视角，而在中国绿色专利申请数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提升专利质量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在兼

顾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并重点关注绿色创新质量。其三，本文较好贴合了当下
的人才政策实践，从而为创新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益启示。中国各级政府出台了系列人才
政策，旨在增强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和驱动创新发展，本文聚焦于人才政策支持如何影响企业的绿色

创新，可为政策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有关绿色创新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包括对财

政补贴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探讨; 二是有关绿色创新质量的研究，主要认为中国近些年的专利申

请数量剧增，但专利质量和研究成果实际转化情况并不理想，表现出“专利泡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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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关绿色创新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绿色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缓解环保压力与提
升企业经济绩效的关键［19 － 20］，也是为企业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21］和提高企业环境绩效［22］的重要手

段。但是，与一般创新相比，绿色技术研发的成功概率较低。这是因为绿色创新面临着资金投入高、
投资回收期长、财务回报不明等风险［23］，同时绿色创新还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
本，企业通过内部资源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较高，也难以保障创新质量。为此，企业往往需
要通过外部融资或政府财政补贴等方式进行绿色创新活动。
就外部融资而言，由于信息不对称、缺乏抵押品等问题，企业往往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其中中

小企业尤为明显，更容易遭受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导致企业融资规模和融资能力受到制约，这大

大削弱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动机［24］。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反映了企业获取资金的难易程度，主要受
信息不对称的影响［25］。在无法准确全面获取企业信息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评估资金贷出风险的能
力不足，从而使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可能性和及时性下降，加剧了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因此，
融资约束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即融资约束使企
业技术创新风险加大，投资者对技术创新企业的股票收益回报要求增加，于是这些企业的创新动力

更足［26］。反过来，企业的创新活动也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外部融资。信号理论指出，为得到利益
相关者的投资与支持，企业倾向于向外界传递积极正面的信号，充分展示企业良好的经营现状和发

展前景，这有利于吸引外部投资者的青睐和关注。其中，绿色创新无疑是企业向外界发送的一种重
要积极信号。部分研究指出，随着利益相关者对环境的关注度提升，绿色创新型企业获得了更多的
资金支持［27］，这是因为绿色创新响应了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加强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

系［28］，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29］。
就财政补贴而言，政府的财政补贴有助于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30］。具体来说，一方面，政

府研发补贴可以引导绿色研发的方向。政府补助计划经过科学严谨的论证过程，在对企业经营状
况、创新能力进行评估后才予以实施，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和前瞻性。企业为获得相关政策补助，往往
会迎合政府的政策需求导向进行绿色研发。另一方面，政府研发补贴也可以解决企业在绿色创新方
面的资金短缺难题，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因而企业会选择增加绿色创新活动以符合环保法规和

政策的相关规定［31］。但是政府补贴也带来了一定的市场扭曲，导致“僵尸企业”盛行［32］，即在政府
补贴或银行信贷支持下那些资不抵债的企业仍然经营，整个社会资源存在扭曲的情形。
其次，有关绿色创新质量的研究。部分学者发现中国式创新存在一定的“专利泡沫”。Wang

et al．［14］认为中国大量企业选择申请低成本、低质量的专利，而不是提高专利质量，导致中国政府的
创新补贴和追赶战略创造了许多“专利泡沫”。究其原因，创新的目的不仅限于实现企业的产品差异
化和提高竞争力，公司可能会通过战略创新来限制竞争对手申请类似专利，由此获得政府补贴和优

惠政策，并向利益相关者发出积极信号。因此，专利数量的激增并不代表技术或创新的实际改
进［33 － 34］。Tao et al．［35］发现中国的命令式环境监管会导致中国绿色专利出现泡沫。如果中国绿色
专利存在泡沫，这就意味着绿色专利数量激增、质量下降，不利于经济绿色化转型。在日趋严峻的环
境约束下，为缓解环保压力和赢得政策支持，部分企业往往追求专利数量，却忽视了创新质量的提

升。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绿色创新质量。Zhu et al．［36］利用绿色专利知识宽度衡量绿色
创新质量，分析地方不同环境目标约束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Chen et al．［37］发现管理者背景对专
利研发和环境治理具有重要作用，高管海外背景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综上所述，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绿色创新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且主要从外部融资、政府补助等方

面探究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同时，已有研究开始关注绿色创新质量，发现在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不
断攀升的情形下质量难以保障，存在一定的“专利泡沫”。现有研究对于绿色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
但依然存在可进一步探索并改进的空间。一方面，针对政府补助的研究大多基于财政补助的宏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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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少从微观视角探究人才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另一方面，多数研究集中在绿色创新数量

上，对于绿色创新质量的研究尚且不足，如何应对“专利泡沫”也成为难解谜题。本文旨在探讨政府
对企业的人才政策支持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以弥补现有文献不足。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绿色创新活动具有周期长、难度大等特点［38］，企业依靠自身的资源进行创新活动存在不稳定性

和高风险性，其中缺乏优质抵押品的中小企业尤其如此。由于创新活动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企业创
新活动获得包括供应商、投资者、客户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在资源上的支持是关键，而资金是利益相
关者能够提供的最直接的资源之一［39］。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处于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主体，无
论是消费者、投资者还是厂商，需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以消除信息差异，减少决策失
误，从而维护自身利益。企业难以进行高质量绿色创新活动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企业和利益相关者
在创新活动上存在信息不对称，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抑制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投资; 另

一方面，利益相关者筛选优秀企业需要付出高昂的信息甄别成本，并承担较高的企业信息披露、运营
监督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因此，如何解决信息不对
称引致的创新资源获取难题是企业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的关键，而政府补贴则充分满足了企业在人员

和资金方面的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
具体而言，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形式对企业实施人才政策支持，旨在激励企业创新人才培养、引

导企业创新发展。从直接影响机制来看，人才政策支持不仅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正向影响了企业
绿色创新决策，更通过信号机制增强了企业绿色创新动机，从而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
其一，人才政策支持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绿色创新在提升生产效率、减少污染排放的同时，会

对同行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因此绿色创新使得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但绿色创新活动的高风
险性和高不确定性，促使管理者倾向于进行稳定的生产经营活动，难以在已有研发投入基础上增加

投入以获得垄断利润和长远发展，并且人员投入方面的成本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更强约束［40］。在
此情况下，政府对人才的补助降低了企业研发人员投入成本，有助于提振管理者创新投入信心和绿

色创新质量。其二，人才政策支持正向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决策。创新要素投入是激发创新、保障创
新活动、提高创新产出的关键环节［41］。创新型人才基于政策解读、市场行情、行业发展趋势等方面
的知识，会对企业创新研发决策产生正向影响。一方面，创新型人才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具备行业
发展的宏观认识，为了自身的职业晋升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创新质量以使企业赢得市场

认可; 另一方面，创新型人才的引入可视为企业对创新型人才的一种重视，企业在经营和研发决策上

会更多吸取创新型人才的建议。因此，人才政策支持激励企业培养和引进更多创新型人才，从而正
向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其三，人才政策支持增强了企业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的动机。由于信息不对
称以及政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政府与企业之间往往存在较大的不信任［42］。企业获得人才政策
支持可以增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良好互动关系为后续政策支持提供了信任基础，并

降低了政府的监督成本。同时，为了与政府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并获得政府的持续支持，企业提升
绿色创新水平尤其是创新质量的动机显著增强。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人才政策支持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的数量和质量。
在直接影响明确之后，需要进一步研究人才政策支持通过哪些间接途径或机制影响企业绿色创

新。从间接影响机制来看，人才政策支持通过优化创新资源结构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其一，优化
企业的创新人才结构。企业增加创新型人才的投入，可以改善企业员工技术结构，从而为实现更高
质量的创新提供良好的人才支撑。同时，创新型人才的投入和政府人才政策的支持，通过信号传递
效应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人员流入，从而优化企业的研发人员结构。企业获得人才政策支持会被外界
认为拥有较多的政府资源和优质的发展潜力，从而传递出具有较高创新潜质和竞争优势的信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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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吸引投资者关注并获取绿色创新资源。此外，高创新潜质的企业可为创新型人才提供更高起薪
和薪酬增长机会［43］，会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流入，进一步强化研发资源获取能力。其二，优化企业
的创新投资结构。政府对人才政策的支持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同时为了满足创新型人才的研发
和生产要求，企业也会相应增加研发投入比例，从而优化企业的创新投资结构，为提高绿色创新质量

提供资金支持。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资源集聚将改善企业生产要素结构和规模，最终提升企业创
新绩效［4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人才政策支持通过优化创新资源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
从间接影响机制来看，人才政策支持还通过增加外部融资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其一，人才政

策支持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政府往往通过资源的直接配置支持企业的创新活动［45］。
当企业引入更多的高端人才时，政府相信该企业有能力保质保量地完成既定的项目任务和目标，因

此在创新经费支持上予以相应倾斜。人才政策支持可以推动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资源，从而缓解企业
创新活动中的资金不足问题。其二，人才政策支持有助于增加供应商和投资者的信任，提高企业的
商业信用水平，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尚未成熟，导致企业
从银行和股票市场获得融资的规模和可能性不大。因此，很多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资来获取技术创
新和研发投资所需要的资金，而企业商业信用主要依靠供应商和投资者的信任［46］，使企业通过供应

商延迟付款、客户预付款等形式获得资金。人才政策支持对企业商业信用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能
力和信任两方面: 一方面，人才优势是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来源，人才政策支持表明企业具有较强的

人才优势，向供应商展示了企业具备可持续经营的能力; 另一方面，人才政策支持反映了企业拥有良

好的政府资源和信任关系，这种信号又会影响企业上下游关联企业的行为决策，有利于供应商对企

业偿债意愿形成稳定的预期。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人才政策支持通过增加外部融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
四、研究设计
( 一) 人才政策支持背景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以
支持创新活动。从政策形式上看，地方政府往往跟随中央政府的政策性纲领和指导文件出台相关政
策的实施细则。201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强调，以重大人才工程为重要手段，实施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专业技术人才
知识更新工程、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等，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人才保证。随后，
各省市也发布了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并强调了对各类人才的激励政策，如深圳市在 2011 年出台
“孔雀计划”，针对高层次人才或团队实施奖励补助计划。从政策遴选规定来看，人才政策奖励计划
具有严格的筛选标准，如山东省于 2017 年出台的《支持重点企业加快引进高层次产业人才实施办
法》指出，遴选重点支持企业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企业近 5 年是否有高层次人才入选“万人计划”“泰
山学者”等国家和省级重点人才工程。
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多数围绕节能减排展开，即与绿色创新相关的研发活动。为获得

政府政策支持，重污染企业会提高自身创新质量并寻求政治联系。一方面，重污染企业加大人才
引进力度以提高绿色创新质量，在符合政府遴选标准的情况下获得政府的人才政策支持。另一方
面，重污染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赢得投资者和供应商的信任，从而获取更多资

源来支持企业经营和研发活动。比如，在上市公司年报数据中，重污染企业除了报告能源节约利
用扶持资金、环保达标扶持资金等政府补助项目外，还报告了“院士”“万人计划”“紧缺人才”等
资助项目。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政府补助中人才政策支持能否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
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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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计量模型设定

绿色创新是重污染企业缓解环保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环境约束和相关政策引
导下，部分企业可能追求绿色创新的数量，忽视了绿色创新质量。为此，本文综合绿色创新数量和质
量两个维度考察人才政策支持的影响，并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GI_quantityit = α0 + α1Talentit + α2∑Controlsit + μi + δt + εit ( 1)

GI_qualityit = β0 + β1Talentit + β2∑Controlsit + μi + δt + εit ( 2)

其中，i和 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 GI_quantity和 GI_quality 分别表示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
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发明专利知识宽度来衡量; Talent表示企业获得政府的人才政策支持，用人才
相关的补助金额的对数来衡量。由于很多企业未获得企业人才相关政策支持，本文还构造了是否获
得人才政策支持的虚拟变量( Talent_dum) 进行稳健性检验。Controls 表示企业财务相关控制变量及
环境相关控制变量。μi 和 δt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 三) 变量选取

1． 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绿色创新数量( GI_quantity) 采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的对数衡量。
衡量绿色创新的核心指标是企业拥有的专利数，而专利从申请到授权所需的时间在几个月至几年不

等，导致专利获得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专利申请数可以作为企业创新水平的替代变量［47］。实
用新型专利授权时间短，而发明专利授权时间相对较长，并且发明专利的保护期更长，更能代表企业

创新水平，故本文采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衡量绿色创新数量。
绿色创新质量( GI_quality) 采用专利知识宽度衡量。从现有文献来看，一般有两种方法测度企

业的创新质量: 其一，采用专利引用次数反映企业创新质量［48］，且主要认为专利被引频次越高，反映

出专利的认可度和影响力越大，专利质量也越高。其二，使用知识宽度法测算专利质量［49 － 50］，该方

法主要依据的是专利所含创新性知识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如果专利包含的知识越复杂，该专利被模
仿和改进的可能性越低，企业依靠专利保护制度获得创新产品的垄断收益越大，则此专利质量也就

越高。由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无法准确有效地提供企业专利被引次数信息，同时各
个数据库平台提供的被引次数存在一定差异，难以真实反映企业专利质量，因此本文采用知识宽度

法测度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GI_quality = 1 －∑σ2 ( 3)

其中，σ表示专利分类号中各大组分类所占比重。σ 值越大，说明该专利的某个大组分类占比
越大，该专利所包含分类号的内部差异就越小，专利所包含的知识复杂度就越低，专利质量也就越

低。在计算基于专利大组分类的知识宽度信息后，将企业某一年的所有绿色发明专利知识宽度信息
取中位数得到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指标。之所以取中位数，主要是因为企业专利分布存在极端值且分
布严重不均的情况，可能产生均值偏离过大的问题。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采取专利知识宽度
均值( GI_quality_mean) 作为绿色创新质量的替代变量。

2． 人才政策支持。采用政府补助中对于高层次人才的补助金额衡量政府对企业人才政策的支
持强度。为了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吸引高层次人才的政
策，并加大了对企业高层次人才的财政补助力度。因此，根据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提供的“政府补助明
细”，本文汇总了企业各年度获得的高层次人才补助金额，进一步将企业的各项人才政策支持补助金
额汇总加 1 取对数得到当年人才政策支持强度指标( Talent) 。同时，考虑到很多企业并未受益于政
府的人才政策支持补助计划，故构造企业是否获得人才政策支持的虚拟指标( Talent_dum) ，如果企
业当年获得政府的人才政策支持补助，Talent_dum则取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参考王馨和王营［13］的研究，本文选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财务指标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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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其中，企业财务指标包括企业规模( Size)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总资产回报率( ＲOA) 、大股
东持股比例( Top1) 、是否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Duality) 、是否是国有企业( SOE) 。企业环境指标包
括企业的环境投资( EPI) 、环境绩效( ESG) 、中央环保督察( CEI) 、环保处罚( EPN) 。环境投资是企
业用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新技术投资等项目的支出; 环境绩效，则根据华证 ESG评级数据，将样本
中包含的企业评定等级 AA—C八档评级分别赋值 1 ～ 8，ESG值越大，表明企业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综合发展情况越差。表 1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方差

被解释变量 GI_quantity 绿色创新数量，采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加 1 取对数 8 759 0． 518 0． 919
GI_quality 绿色创新质量，采用知识宽度法计算绿色发明专利质量，并在企业层面取中位数得到 8 759 0． 136 0． 245

核心解释变量 Talent 人才政策支持，采用政府补助中对于高层次人才的补助金额加 1 取对数 8 759 2． 138 4． 662
Talent_dum 是否获得人才政策支持，企业获得政府高层次人才补助赋值为 1，否则为 0 8 759 0． 131 0． 337

财务指标 Size 企业的资产总额取对数 8 759 22． 25 1． 374
Leverage 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 8 759 0． 039 0． 059
ＲOA 净利润 /资产总额 8 759 0． 449 0． 207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8 759 0． 368 0． 155
Duality 是否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 8 759 0． 182 0． 386
SOE 是否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 8 759 0． 465 0． 499

环境指标 EPI 环境投资，用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新技术投资等项目支出总额加 1 取对数 8 759 1． 541 3． 317
ESG 环境绩效，将华证 ESG评级的 AA—C八档分别赋值 1 ～ 8 8 759 4． 867 1． 082
CEI 中央环保督察，根据企业所在地区是否发生督察组首次进驻，是则 CEI = 1，否则 CEI = 0 8 759 0． 413 0． 492
EPN 环保处罚，企业当年受到环境监管部门处罚次数 8 759 0． 058 0． 768

( 四)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初始样本，删除部分数据缺失

严重的样本，剔除样本中被 ST、* ST、PT处理的企业，最终获得 2007—2020 年 834 家企业的 8 759 个
有效样本。重污染行业的筛选参考了马永强等［5］的研究，并结合了原环境保护部 2008 年制定的《上
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最终选取了煤炭、制革、造纸等 19 个重污染行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
利数据库和 WIPO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和环境投资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
( CSMAＲ) 数据库，环境绩效数据来源于华证 ESG评级。本文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部分缺失值，同时
为避免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双边 1%水平的缩尾处理。

表 2 是否获得政府人才政策支持分组统计

变量
获得政府人才补助 未获得政府人才补助

样本量 均值 样本量 均值
均值差异

绿色创新数量 1 534 0． 631 2 812 0． 492 0． 140＊＊＊

绿色创新质量 1 534 0． 185 2 812 0． 140 0． 045＊＊＊

人才补助金额对数 1 534 12． 14 2 812 0 12． 143＊＊＊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地，本文筛选出那些获得

过政府人才政策支持的企业，进行分

组统计。根据企业当年是否获得政
府人才政策支持，将样本划分为获得

政府人才补助和未获得政府人才补

助两组。表 2 数据显示，获得政府人
才补助时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均显著高于未获得政府人才补助时期。由此可见，在排除
企业自发人才引进因素后，获得政府人才补助将大大激励企业绿色创新绩效。
五、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基于企业 －年份双重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列( 1 ) 和列( 4 ) 是未加入控制
变量的估计结果，列( 2) 和列( 5) 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企业财务指标，列( 3) 和列( 6) 增加了环境指标。
估计结果显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人才政策支持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系数均出现下降，这说明加入的

控制变量是有效的。根据列( 3) 和列( 6) 可知，人才政策支持对绿色创新数量( GI_quantity) 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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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人才政策支持影响绿色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 1)

GI_quantity
( 2)

GI_quantity
( 3)

GI_quantity
( 4)

GI_quality
( 5)

GI_quality
( 6)

GI_quality
Talent 0． 006 73＊＊ 0． 006 05＊＊ 0． 005 64＊＊ 0． 002 52＊＊＊ 0． 002 33＊＊＊ 0． 002 28＊＊＊

( 0． 003) ( 0． 003) ( 0． 003) ( 0． 001) ( 0． 001) ( 0． 001)
Size 0． 229＊＊＊ 0． 218＊＊＊ 0． 049 2＊＊＊ 0． 047 6＊＊＊

( 0． 029) ( 0． 028) ( 0． 007) ( 0． 007)
ＲOA 0． 292* 0． 259 0． 049 1 0． 045 3

( 0． 168) ( 0． 168) ( 0． 052) ( 0． 052)
Leverage 0． 034 4 0． 077 2 － 0． 011 7 － 0． 005 55

( 0． 087) ( 0． 085) ( 0． 024) ( 0． 024)
Top1 0． 031 9 － 0． 022 2 0． 001 34 － 0． 006 98

( 0． 183) ( 0． 181) ( 0． 044) ( 0． 044)
Duality 0． 012 4 0． 006 56 － 0． 011 9 － 0． 012 7

( 0． 032) ( 0． 032) ( 0． 009) ( 0． 009)
SOE 0． 173＊＊ 0． 159＊＊ 0． 078 7＊＊＊ 0． 076 4＊＊＊

( 0． 074) ( 0． 072) ( 0． 024) ( 0． 023)
EPI 0． 022 7＊＊＊ 0． 003 32＊＊

( 0． 006) ( 0． 001)
ESG －0． 038 7＊＊＊ －0． 006 36＊＊

( 0． 011) ( 0． 003)
CEI － 0． 027 4 0． 013 4

( 0． 052) ( 0． 017)
EPN 0． 005 88 0． 004 10

( 0． 009) ( 0． 004)
_cons 0． 504＊＊＊ － 4． 709＊＊＊ － 4． 299＊＊＊ 0． 130＊＊＊ － 0． 995＊＊＊ － 0． 937＊＊＊

( 0． 006) ( 0． 630) ( 0． 629) ( 0． 002) ( 0． 144) ( 0． 146)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 Ｒ2 0． 581 0． 593 0． 597 0． 303 0． 312 0． 313
N 8 759 8 759 8 759 8 759 8 759 8 759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系数下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

( GI_quality) 均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说明政府对高层次人才

的补贴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

吸引了创新型人才流入，不仅

增加了企业绿色创新数量，更

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实

现了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
验证了假设 H1。
相关控制变量结果显

示，企业规模( Size) 、总资产
回报率( ＲOA) 均有利于企业
的绿色创新。相比私营企
业，国有企业( SOE ) 的绿色
创新数量和质量都较高，这

是因为绿色创新具有高风险

性和不确定性，其社会收益

大于私人收益，而国有企业

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和

外部融资，从而可以实施更

多的绿色创新项目。环境投
资( EPI) 对绿色创新数量和
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并且环境绩效( ESG ) 的提升
也有助于企业开展绿色创新

活动。其中，ESG 值越大说明企业 ESG评级越差，而估计结果显示，评级越好的企业，其绿色创新
数量和质量指标也越高。
( 二) 稳健性检验

1． 变换变量、估计模型及样本
首先，变换变量。一方面，本文变换了解释变量，采用是否获得政府人才政策补助的虚拟变量

( Talent_dum) 作为人才政策支持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 列( 1) 和列( 2) 报告了变换解释
变量后的估计结果。由结果可知，人才政策支持对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系数仍然显著为正，
说明受到政府人才政策支持的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更高，那些未受到政府人才补助的企业

在绿色创新方面表现较差，这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另一方面，本文还考虑变换被解释变量。采用
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 GI_quantity_owned) 作为绿色创新数量的替代变量。企业拥有的绿色发明专利
数较好反映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但是绿色发明专利授权存在一定的时滞性，故在回归模型中将绿

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滞后一期。此外，在采用知识宽度法计算绿色创新质量的过程中，运用均值法将
各个绿色发明专利知识宽度汇总到企业层面( GI_quality_mean) 作为绿色创新质量的替代变量。表 4
列( 3) 和列( 4) 的估计结果显示，人才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这
说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其次，变换回归模型。由于部分企业未申请过绿色发明专利，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

均存在较多的零值，故进一步采用 Tobit模型进行估计。表 4 列( 5) 和列( 6) 报告了面板 Tobit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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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人才政策支持对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基准
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最后，变换样本。本文主要选取了对环境政策敏感且绿色创新要求较高的重污染行业，相较而

言，其他制造业的绿色创新对于应对环境约束和实现“双碳”目标也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将样本
更换为除重污染行业以外的其他制造业样本。表 4 列( 7) 和列( 8) 的估计结果仍然表明，人才政策
支持对提升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4 变换变量、估计模型及样本的稳健性检验

变换解释变量 变换被解释变量 Tobit估计 变换样本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GI_quantity GI_quality GI_quantity_owned GI_quality_mean GI_quantity GI_quality GI_quantity GI_quality

Talent_dum 0． 120＊＊＊ 0． 049 6＊＊＊
( 0． 033) ( 0． 006)

Talent 0． 003 53* 0． 004 75＊＊＊ 0． 009 55＊＊＊ 0． 003 79＊＊＊ 0． 003 45＊＊ 0． 000 955*

( 0． 002) ( 0． 001) ( 0． 003) ( 0． 001) ( 0． 002) ( 0． 000 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sigma_u 0． 517＊＊＊ 0． 105＊＊＊

( 0． 031) ( 0． 004)
sigma_e 0． 586＊＊＊ 0． 203＊＊＊

( 0． 010) ( 0． 003)
Adj． Ｒ2 0． 302 0． 167 0． 186 0． 171 0． 709 0． 280
N 8 759 8 759 7 925 8 759 8 759 8 759 12 102 12 10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系数下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列( 3) 核心解释变量为人
才政策支持的滞后一期，这是因为被解释变量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存在一定滞后性，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至少需
要 1 ～ 2 年。

表 5 基于 PSM的稳健性估计结果

满足共同支撑假设 权重不为空值 Heckman两步法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GI_quantity GI_quality GI_quantity GI_quality GI_quantity GI_quality
Talent 0． 005 65＊＊＊ 0． 002 29＊＊＊ 0． 006 94＊＊＊ 0． 002 68＊＊＊ 0． 065＊＊＊ 0． 018＊＊＊

( 0． 002) ( 0． 001) ( 0． 002) ( 0． 001) ( 3． 610) ( 3． 24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dj． Ｒ2 0． 597 0． 313 0． 596 0． 318
N 8 752 8 752 6 915 6 915 7 925 7 925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系数下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

2． 基于 PSM估计的稳健
性检验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

( PSM) 选择样本，可以减少自
选择效应带来的偏误。本文
将样本分为两组: 曾经受到过

政府人才政策补助的企业和

未受到补助的企业。具体的
做法是，将受到过补助的企业

视为处理组，从未受到补助的

企业中按照卡尺最近邻 1∶ 2进
行匹配。表 5 列( 1) 至列( 4 ) 报告了匹配后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和权重不为空值两种情形的估计结
果。可以发现，在通过一对二的卡尺最近邻匹配后，人才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
响仍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3． Heckman两步法
企业是否获得人才政策支持可能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即那些绿色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

主动申请政府人才补助，且更容易获得政府信任和支持。为避免这种由信息缺漏所造成的偏误，采
用 Heckman两步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Pr ( Talent_dum = 1) = Ø( γZit ) = α0 + α1Talentit－1 + α2GIit－1 + α3∑Controlsit + μi + δt + εi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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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it = β0 + β1Talentit + ρσ( γZit ) + β2∑Controlsit + μi + δt + εit ( 5)

模型( 4) 是第一步选择方程，以上一期的人才政策支持、上一期的绿色创新指标为解释变量，且
考虑企业、年份的固定效应。其中，GI表示绿色创新指标，包括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质量。表 5
列( 5) 和列( 6) 的回归结果显示，人才政策支持对绿色创新数量和绿色创新质量均有显著的正向激
励作用，这说明在减少选择性偏误的情况下，基准回归结果仍是稳健的。
( 三) 机制检验

前文理论部分分析认为，人才政策支持通过优化创新资源结构和增加外部融资两条机制促进了

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对此，本部分将予以验证。
表 6 创新资源结构机制的估计结果

创新人才结构 创新投资结构

变量 ( 1) ( 2) ( 3) ( 4)
ＲD_person ＲD_person ＲD_invest ＲD_invest

Talent 0． 000 971＊＊＊ 0． 038 0＊＊＊

( 0． 000) ( 0． 009)
Talent_dum 0． 010 0＊＊ 0． 378＊＊＊

( 0． 004) ( 0． 09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Adj． Ｒ2 0． 207 0． 205 0． 303 0． 298
N 3 438 3 438 5 257 5 257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系
数下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第一，验证人才政策支持是否通过优

化创新资源结构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的

“量质齐升”。在创新资源结构方面，本文
主要考察创新人才结构和创新投资结构

两方面的影响。关于创新人才结构，采用
企业研发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 ( ＲD _
person) 衡量; 对于创新投资结构，则采用
企业研发投资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 ＲD_invest) 衡量。由于我们缺乏企业研
发投资的具体项目，难以获得企业绿色研

发投资指标，而重污染企业的大部分创新

活动与节能减排有关，故可用企业研发投

资占比作为替代变量。表 6 报告了人才
表 7 外部融资机制的估计结果

政府补助 商业信用

变量 ( 1) ( 2) ( 3) ( 4)
Subsidy Subsidy Credit Credit

Talent 0． 043 1＊＊＊ 0． 000 607*

( 0． 004) ( 0． 000)
Talent_dum 0． 583＊＊＊ 0． 006 08*

( 0． 054) ( 0． 00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Adj． Ｒ2 0． 305 0． 305 0． 338 0． 337
N 8 097 8 097 6 790 6 79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系
数下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政策支持对创新资源结构的影响结果。
可以发现，政府对人才的财政补助显著优

化了企业的创新人才结构和创新投资结

构。同时，根据是否获得人才政策支持
( Talent_dum) 的回归系数可知，获得人才
政策支持的企业在绿色创新人才结构和

创新投资结构方面表现更好。由此可知，
人才政策支持通过优化创新资源结构促

进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
第二，验证人才政策支持是否通过增

加外部融资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
齐升”。企业的外部融资主要包含政府补
助和商业信用融资两方面。首先，人才政策支持释放一种积极信号，可使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
对于缺乏抵押物难以获得银行资金支持的企业，政府的财政补助可视为外部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51］。另外，企业入选人才支持计划体现
了政府对企业的认可，企业和政府的良好互动关系也增强了企业的信誉度［52］。企业通过政府资源
掌握政策动向，采取主动策略迎合政府发展的要求，从而可以获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创新补助。因
此，本文用政府补助金额加 1 取对数来衡量政府对企业的财政补助( Subsidy) 。表 7 列( 1 ) 和列( 2 )
报告了人才政策支持对政府补助的影响结果，可以发现人才政策支持显著增加了企业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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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才政策支持虚拟变量( Talent_dum)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与未获得人才政策支持的企
业相比，人才政策支持的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更多。
其次，人才政策支持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商业信用水平，增加企业的外部融资。政府在实施人

才支持计划时，往往需要对企业人才优势、发展前景、经济贡献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因此，企业
获得人才政策支持是对利益相关者释放的一种积极信号，能够有效减少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偿债风险

的担忧和筛选、监督成本。本文通过供应商的预付款和应付款衡量企业的商业信用( Credit) ，具体计
算公式为 Credit = ( 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预收账款) /总资产，该指标越大，说明企业的商业信用程
度越高。表 7 列( 3) 和列( 4) 的估计结果显示，人才政策支持对商业信用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说
明政府的人才政策支持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商业信用水平。综上所述，人才政策支持通过政府补助和
商业信用渠道，增加了企业的外部融资，从而为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提供更多资源。

表 8 绿色创新对环境绩效的影响

变量
( 1)
SO2

( 2)
SO2

( 3)
SO2

( 4)
SO2

GI_quantity － 0． 132＊＊＊ － 0． 107＊＊＊
( 0． 018) ( 0． 015)

GI_quality － 0． 231＊＊＊ － 0． 192＊＊＊

( 0． 038) ( 0． 033)
Talent － 0． 001 77 － 0． 001 99

( 0． 002) ( 0． 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Adj． Ｒ2 0． 875 0． 887 0． 874 0． 886
N 8 182 8 182 8 182 8 182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
显著，系数下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四) 经济后果分析

进一步地，人才政策支持对绿色创新绩效

的提升是否改善了企业的环境绩效呢? 为此，

本文以企业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硫排放量( SO2 )

来反映企业的环境绩效，进而参考汪顺等［53］的

做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SO2 = β0 + β1GIit + β2Talentit + β3∑Controlsit
+ μi + δt + εit ( 6)
表 8 报告了人才政策支持的经济后果估计

结果。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系数均显著为
正，表明人才政策支持对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

显著减少了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的排放，改善

了企业环境绩效。由此可见，人才政策支持是对高层次人才的有效激励，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同
时降低企业对环境的依赖。

表 9 企业规模异质性估计结果

大企业 中小企业

变量 ( 1) ( 2) ( 3) ( 4)
GI_quantity GI_quality GI_quantity GI_quality

Talent 0． 007 91＊＊＊ 0． 002 66＊＊＊ 0． 002 00 0． 000 956
( 0． 003) ( 0． 001) ( 0． 006) ( 0． 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Adj． Ｒ2 0． 448 0． 270 0． 689 0． 329
N 6 522 6 522 2 205 2 205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
著，系数下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 五) 异质性分析

1． 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
不同规模的企业对高层次人才的吸纳能

力不同，较大的企业在资金实力、知名度、岗
位匹配度等方面均有利于吸纳更多高层次人

才，故本文预期人才政策支持对大企业的促

进效应更为显著。本文依据企业规模是否高
于行业均值，将样本划分为大企业和中小企

业。表 9 是基于企业规模异质性的回归结
果。结果显示，相对于中小企业，人才政策支
持对大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

响更为显著，这说明规模大的企业更能发挥高层次人才优势，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绩效提升。
2． 技术人员结构异质性分析
人才政策支持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创新资源方面的有利条件。但绿色创新也受制于自身的人

才结构，需要一定的人才基础和技术条件。如果企业的技术人员较多，则企业在技术层面具有比较
优势，获得政府人才政策支持后可更快速度、更低成本地实现研发成果转化，从而缩短新产品和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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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技术人员结构异质性估计结果

高技术人员结构 低技术人员结构

变量 ( 1) ( 2) ( 3) ( 4)
GI_quantity GI_quality GI_quantity GI_quality

Talent 0． 004 38 0． 002 45＊＊ 0． 003 39 0． 001 62
( 0． 003) ( 0． 001) ( 0． 004) ( 0． 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Adj． Ｒ2 0． 635 0． 326 0． 598 0． 324
N 5 014 5 014 3 631 3 631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
著，系数下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术上市的时间。为此，本文根据企业技术人
员占总员工数比例的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分

为高技术人员结构和低技术人员结构企业。
表 10 报告了技术人员结构异质性的估计结
果，可知高技术人员结构企业的绿色创新质

量受人才政策支持的影响更大且更显著，这

说明高技术人员结构更有利于人才政策支持

的作用发挥。
3．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分析
人才政策支持对绿色创新的影响还可能

因行业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本文所选用的重
表 11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估计结果

高行业集中度 低行业集中度

变量 ( 1) ( 2) ( 3) ( 4)
GI_quantity GI_quality GI_quantity GI_quality

Talent 0． 002 36 0． 001 79 0． 007 49* 0． 002 98＊＊＊

( 0． 003) ( 0． 001) ( 0． 004) ( 0． 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Adj． Ｒ2 0． 635 0． 309 0． 586 0． 313
N 4 052 4 052 4 281 4 281

注: ＊＊＊、＊＊、* 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
著，系数下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污染行业样本涉及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生产
和供应业等，行业竞争性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根据赫芬达尔指数( HHI) 的中位数确定
高行业集中度和低行业集中度的样本，以此

考察行业集中度异质性的估计结果。赫芬达
尔指数是根据主营业务收入占行业市场份额

的平方累加计算得到的，该值越大，说明行业

集中度越高，行业竞争性越低。表 11 报告了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的估计结果，可知人才政

策支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在行业集中度

低的行业更大。当市场竞争程度升高时，企
业在获得政府人才补贴后为了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迎合政策需求，会更加重视绿色创新质量，从

而将更多关注和资源投入绿色创新活动。因此，在低行业集中度、高竞争性的行业，人才政策支持对
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更大。
六、结论与建议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绿色创新不断成为中国重污染企业低碳转型的强大动力，也日益成为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从财政补贴中的人才政策支持视角探讨
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利用 2007—2020 年 834 家重污染企业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才
政策支持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具体而言，人才政策支持不仅降低了企业研发投入
成本，正向影响了企业创新决策，增强了企业创新动机，还通过优化创新资源结构、增加外部融资机
制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量质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与中小企业、低技术人员结构企业、高行业集
中度的行业相比，大企业、高技术人员结构企业、高竞争性行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受人才政策支持的影
响更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有益启示。其一，政府在企业财政补助中，应更加重

视对人才政策的支持。合理加大人才政策支持，使更多企业享受政府人才补贴带来的政策红利，充
分发挥人才支持政策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作用，进一步推动中国重污染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这
主要是考虑到人才政策支持更具针对性，对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重污染企
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实现高质量的创新活动，通过节能减排技术提升环境绩效和企业竞争力。其
二，企业应加大人才培养和激励力度，提升绿色创新质量。充分保障科研人员的研发报酬，制定针对
创新型人才的激励措施，大力解决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中存在的人才困扰。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和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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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一方面可为企业获得更多政府人才补助创造条件，吸引更多创新资源流入，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

在保障绿色创新质量基础上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以赢得国内国际市场认可和信赖。其三，政府应建
立良好的竞争环境，注重创新质量以避免“专利泡沫”的滋生。本文发现，竞争性强的行业受人才政
策支持的影响更大。因此，政府应建立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营商环境。同时，应发挥好环境政策
和产业政策在降低环境外部性、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政策层面加强对绿色创新质量
的评估和政策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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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policy support and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high-level talent subsidies

LUO Shuangcheng1，LIU Jianjiang2，XIONG Zhiqiao2

( 1． School of Economics，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6，China)

Abstract: To achieve China’s“dual carbon”goals，the key to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untry’s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lies in innovative development，and the core resource of green innovation is talent．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pport for corporate talent policies 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this study first theoretically analyzes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alent policy support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and analyzes its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The quality of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is then

measured using the knowledge width method，and empirical testing is conducted using data from 834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from 2007 to 2020． The results show that talent policy suppor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simultaneous increase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and this conclusion still hold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and

considering endogeneit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alent policy support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green innovation in large enterprises，high-tech personnel structure enterprises，and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talent policy support has a signal function

of resource grafting and promotes green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through two path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innovative

resources and increasing external financing．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een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alleviating the problem of“patent foam”．

Key words: talent policy support; green innovation; patent quality; knowledge breadth; signal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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